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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物地貌学研究生物过程和地貌过程之间的双向交互作用, 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早期

的生物地貌学关注陆地生态系统, 近期海岸带成为生物地貌学研究的热点地区, 尤其是滨海湿地(如

盐沼、红树林)成为研究生物地貌学过程和机理的重要区域。本文回顾了生物地貌学研究的概念、历

史发展和方法, 选取滨海湿地作为生物地貌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并就其研究方向、重要因素以及核心

机制展开综述。最后对生物地貌学在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工作中的应用进行梳理, 分析了生物地貌

学在红树林修复、滨海盐沼湿地修复和互花米草入侵防控上的应用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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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随着地球关键带(Critical Zone)概念的

提出 , 地表-土壤圈-水圈-生物圈作为一个有机的整

体联系起来 , 几个圈层通过交互作用来推动系统演

化。关键带所提出的几大圈层交互作用系统的概念目

前已经成为国际海岸带研究的新热点 (Lin, 2009; 

Richter et al, 2009;安培浚等, 2016)。近岸生物地貌学

研究海岸带生物过程(生物圈)和沉积物-动力-地貌过

程(土壤圈-水圈-地表)之间的双向交互作用(张乔民

等, 2006; Murray et al, 2008), 结合生物地貌学和关键

带的概念来开展滨海湿地系统研究已成为国际上具

有前瞻性的研究领域。 

生物和地貌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已有很长的历

史。我国先秦时期的著作《管子·地员》就已经记载

了此类研究的相关内容。书中记载“凡草土之道, 各

穀有 造, 或高或下, 各有草土。叶下于鬱; 鬱下于苋

(莞); 莞下于蒲; 蒲下于苇; 苇下于雚; 雚下于蒌; 蒌

下于荓; 荓下于萧; 萧下于薜; 薜下于萑; 萑下于茅。”

这段话描述了沼泽植物带状分布受到高程和水文影

响的特征(夏纬瑛, 1981), 属于生物地貌学研究的范

畴。生物地貌学领域最早发表的论文可以追溯到1881

年 , 由达尔文发表的关于虫类活动影响腐殖土壤层

形成过程的研究 (Darwin, 1881)。生物地貌学

(Biogeomorphology或者Ecogeomorphology)这个概念

是由牛津大学H. A. Viles在1988年首次明确提出的, 

研究范畴属于典型的地貌学和生物学交叉学科。传统

的生物地貌学关注生物学和地貌学的交互作用过程, 

特别是生物对地貌过程的改造作用以及地貌过程影

响生物分布的问题(Viles, 1988; Parker et al, 1996; 

Stallins, 2006)。从英文Biogeomorphology来看, 是在

Geomorphology(地貌学)前面加入了一个限定词“Bio”, 

因此 , 传统生物地貌学的研究基本上以地貌学的研

究方法为主 , 生物学所起的作用较弱 (Haussmann, 

2011)。近年来 , 有学者提出用生物地貌动力学

(Biomorphodynamics)来更加精准地表述生物-地貌过

程之间的双向交互作用(Murray et al, 2008), 聚焦在

生物和地貌过程之间的双向交互作用过程和反馈机

制的分析 , 即生物对地貌过程的影响机制以及地貌

过程对生物甚至生态系统发育的反馈机制(Stallins, 

2006; Murray et al, 2008)。该类研究遵循“生物-动力

沉积过程-地貌”这一从微观动力过程到宏观地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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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思路, 通过双向反馈机理的研究, 试图解析生态

系统发育的关键物理过程和驱动力 , 使得生物学或

者说生态学在生物地貌学的比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1  生物地貌学的研究方法 

生物地貌学的研究方法结合了生态学和地貌学

各自的特点。Richards(1996)曾经把研究方法论分为

两大类: 大样本研究和小样本研究。大样本研究着重

纵向连接 , 即通过大样本发现规律并提高规律的可

重复性; 而小样本研究着重横向连接, 即从具有代表

性的小样本出发 , 开展针对可能相关的多个因素的

同步观测和实验 , 通过分析和推理来寻求各个因素

之间的连接机制。从方法论上来看, 生物学(生态学)

的研究方法和地貌学的研究方法属于两种不同的类

型(Haussmann, 2011)。生物学(生态学)所采用的方法

属于大样本研究, 通常基于大量的重复观测数据, 通

过统计学假设检验和分析来获取结论。地貌学的研究

更接近于小样本的研究方法论(Haussmann, 2011), 主

要基于多因素的观测和分析来达到对具体过程和机

理的理解。到目前为止, 这两种研究方法在生物地貌

学领域的完美结合案例还非常有限。生物地貌学更多

采用的是地貌学的方法(Haussmann, 2011), 特别是现

阶段所采用的生物地貌数值模拟工作 , 绝大多数以

地 貌学的理论作为基础 (Fagherazzi et al, 2004; 

Temmerman et al, 2005; Horstman et al, 2015; Zhou et 
al, 2016; Gong et al, 2018)。 

随着研究理念更新、观测手段的发展以及大数据

概念的普及 , 大样本分析和小样本分析在生物地貌

学领域内有望得到统一(图1)。观测手段的发展主要是

基于更多参数、更多样本的同步获取, 比如高分辨率

和高光谱遥感技术的发展; 大数据则是数据存储、传

递和分析的手段。遥感影像不仅仅是大范围、大样本

规律在平面上的体现 , 同时也能够反映部分动力过

程(如波流交互作用, Zhang et al, 2015)。因此, 通过遥

感影像的分析 , 不仅可以重复捕捉生态学的大样本

规律, 还能够联系地貌学的动力机制, 在生物地貌学

内部达到方法上的贯通。举例来说, 随着高分辨率遥

感影像的获取和积累, 生物地貌学家通过下载多源、

多时的遥感影像进行分析 , 利用大数据获取大尺度

的生物学(生态学)规律。在此基础上, 选择典型区域, 

进行关键动力过程和机制的观测或模拟 , 形成小样

本分析, 最终获取结论。这个结论具有普适性, 不局

限于所研究的小范围区域。 

 

图 1  生物地貌学的方法路线图 
Fig.1  Framework of methodology in biogeomorphology 

 

生物地貌学还可以通过建立中尺度的定位观测

网 , 将大样本规律分析和小样本动力机制研究联系

起来。生物地貌学的中尺度定位观测方法在湿地生态

系统中有不少案例 , 如多地布设固定标志桩监测高

程变化, 用砖屑、长石粉等人工标记监测沉积物淤积

速率(Woodroffe, 1992; Callaway et al, 2013)。美国地

质调查局(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USGS)在

1995年建立的地表高程监测系统 , 并与人工标志层

方法相结合形成地表高程-标志层监测系统(Surface 

Elevation Table-Marker Horizon, SET-MH)。这种中等

分辨率的定位观测方法, 近年来在美洲、太平洋地区的

红树林和盐沼湿地中广为应用 (Krauss et al, 2014; 

Lovelock et al, 2015)。该测定可以多年连续监测统一

位点的高程变化率、淤积速率、计算浅层沉积物压

实作用 , 精度达到毫米级别; 若结合根区生长监测 , 

还可获得植物根系生长对高程变化的贡献(Lynch et 

al, 2015)。在多区域建立这种中尺度定位的观测站点, 

再通过多地监测网络的建立实现观测手段的升级。

SET的监测网络可以在小样本尺度的机制研究和大

样本规律分析之间建立桥梁 , 实现从地貌学作用机

制、生物与环境作用过程 , 到大尺度生态格局的上

推 , 凸显生物地貌学研究手段的优越性。例如 , 

Lovelock et al(2015)整合了印度-太平洋海岸带红树

林各SET样点的监测数据、地形数据和水文站数据, 

进行了该区域红树林在未来海平面上升过程中的脆

弱性分析。 

2  滨海湿地生物地貌学的研究方向 

早期生物地貌学研究主要集中在陆地系统 , 比

如干旱半干旱地区植物对沙丘的固定作用、植物对

流域沉积和侵蚀过程的改造作用以及植物对岸坡稳

定性的影响等(Porporato et al, 2002; Murray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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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2008)。Stine等(2011)收集了1939—2007年之间

的地貌学教科书 , 发现尽管海岸带生物地貌学的研

究在近年来才开始兴起 , 生物地貌学主题出现频率

最高的是在海岸地貌学章节。事实上 , 由于植被和

底栖动物的存在 , 使滨海湿地成为研究生物地貌学

的一个重要场所(张乔民等, 2006)。大型植物在生物

地貌研究中所起的作用尤为显著 : 它们的生长能显

著改造沉积动力过程 (Knutson et al, 1982; 时钟 , 

1997; 李华等 , 2007; Nepf, 2012; Horstman et al, 

2015; Chen et al, 2016, 2018); 反之, 其生长和空间

扩张速率也受到沉积速率、淹没时间、盐度等地貌

学相关要素的制约 (Huckle et al, 2000; 陈鹭真等 , 

2005; Saintilan et al, 2006; Ellison, 2008; Lovelock et 
al, 2015; Chen et al, 2018), 形成一个具有正负反馈

机制的系统(Viles et al, 2008)。 

从近年来的发展来看 , 滨海湿地生物地貌学在

不同方向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和进展 , 主要研究方

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从传统的流域到近岸环境的

生物地貌学知识转化和扩展 , 这个方面的研究进展

可参考Nepf发表于2012年的综述(Nepf, 2012)。2)生物

护岸功能的定量化研究。在欧洲, Moller等人结合现

场观测、室内模拟和数模手段研究了风暴条件下的植

物护岸作用(Möller et al, 2014), 是这方面研究的典

型案例。3)生物地貌学在生态修复技术上的应用, 比

如荷兰北海沿岸滨海湿地的生态修复理论与应用研

究(van de Koppel et al, 2005; Balke et al, 2011)。4)生

物地貌学在滨海湿地碳埋藏研究中的应用 , 这类研

究的主要热点区域在澳洲 , 生物地貌学过程被认为

是研究碳埋藏过程不可缺失的环节(Lovelock et al, 

2015; Rogers et al, 2019)。 

3  滨海湿地生物地貌学的关键因素研究 

高程变化是影响潮间带植物生长和演替的一个

重要因素。它会引起淹没(inundation/waterlogging)时

间/频率的变化。潮滩植物的生长状况受淹没时间的

制约 , 过长或过短的淹没时间对植物的生长尤其不

利(Howes et al, 1986; Chen et al, 2004, 2005)。由于对

淹没时间的长期适应 , 不同潮滩植物稳定地生长在

其最适高程范围内 , 进而形成潮间带植被的分带现

象(Zonation)(Keddy, 2010)。一些群落演替早期的植物

(如红树植物中的白骨壤、海桑), 由于适应了较长时

间的潮汐浸淹而分布在群落向海一侧; 而群落演替

后期的物种(如木榄和水椰), 由于不适应长时间淹没

而分布在高程较高的陆向边缘。红树植物和盐沼植物

的根系生长对于高程增加有很大贡献。植物根系支撑

了根区土壤体积、根系生长可使沉积物的体积发生膨

胀, 使高程增加(Cahoon et al, 2003)。在佛罗里达和巴

西的红树林中, 根系生长使高程以0.12—1.18cm/a的

速度增加(McKee, 2011)。当植物死亡后, 根系分解常

常可导致土壤结构的塌陷、高程降低; 例如洪都拉斯

的一处红树林死亡后, 潮滩高程以1.1cm/a的速度降

低(Cahoon et al, 2003)。 

高程变化通常和潮滩的垂向淤积速率联系在一

起。由于潮滩的植物能够吸收潮流和波浪的能量、促

进沉积物的淤积 , 盐沼和红树林湿地的高程变化和

植物的作用密不可分 (Wolanski, 1995; 张乔民等 , 

1996, 1997; 王爱军等, 2005; Horstman et al, 2015; 

Lovelock et al, 2015; Chen et al, 2018)。据统计, 我国

的潮间带每年大约有2×109吨的沉积物输入(杨世伦, 

1990)。同时, 在我国潮间带广泛分布的盐沼——米草

属植物, 能对波浪和潮流能量起到耗散作用, 捕获大

量的泥沙 , 对于加速盐沼的垂向沉积速率起到了促

进作用(汪亚平等, 1998, 1999; 王爱军等, 2005)。我国

盐沼的垂向淤积速率可以比欧美地区高出几倍甚至

几十倍(杨世伦等, 1994, 2001; Chen et al, 2018)。例如, 

在我国的苏北地区 , 米草盐沼的沉积速率达到了

3.3cm/a(王爱军等, 2005), 在福建省的米草和红树林

交错区 , 潮间带的沉积速率也达到了 1cm/a以上

(Alongi et al, 2005; Chen et al, 2018)。在我国, 已获得

的红树林垂向淤积速率数据有限 , 淤积速率范围在

几个毫米每年到几厘米每年之间(卢昌义等, 1988; 张

乔民等, 1996, 1997; 刘涛等, 2017; Chen et al, 2018), 

整体上比欧美或者澳洲略高。 

与垂向淤积速率相关的一个重要过程是植物对

波浪和潮流能量的耗散作用。植物对沉积动力过程的

影响主要是改变底床的摩擦力和降低紊动能量 , 特

别是植物冠层在边界层内对紊动能量耗散作用

(Knutson et al, 1982; Shi et al, 1995; Wolanski, 1995; 
Furukawa et al, 1997; Struve et al, 2003; Neumeier et 
al, 2006; Nepf, 2012), 导致沉积物容易在植物带内发

生沉降。同时, 植物也可以通过直接捕获沉积物以及

通过根系来提高沉积物的临界起动值来进一步促进

沉积物的沉降(Chen et al, 2012, 2018), 影响地貌过

程。从整体上来看, 滨海湿地内的大型植物通过“高

程-淹没时间”这一关键通路达到了植物影响地貌过

程和地貌过程反馈到植物生长的双向交互作用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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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地貌学研究的典型案例。 

4  滨海湿地生物地貌学的核心机制研究 

滨海湿地生物地貌学的核心问题在于阐明生物

和地貌动力过程之间的双向反馈机制 , 即生物对沉

积动力地貌过程的影响机制以及沉积动力条件和地

貌过程对生物发育的反馈机制(Murray et al, 2008)。

从生物影响地貌的过程来看 , 可以分成‘稳定’与‘不

稳定’两类(Viles et al, 2008, 表1), 使系统趋于稳定的

过程(如植物减少侵蚀)往往形成地貌系统内的负反馈

机制, 而使得系统趋于不稳定的过程(如沉积物导致

植物被淹埋)则形成正反馈机制(Viles et al, 2008)。反

过来, 地貌过程也对生物具有‘稳定’与‘不稳定’两种

影响(表1), 同样也会形成生态系统内的正负反馈机

制(Viles et al, 2008)。这些正负反馈机制共同决定系

统的演化方向以及系统对外部条件变化的响应方式。 

表 1  生物和地貌过程之间的相互影响(Viles et al, 2008) 
Tab.1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biota and geomorphology (Viles et al, 2008) 

 稳定 不稳定 

植物生长减少侵蚀 掘穴动物引起侵蚀 

表层微生物膜减少侵蚀 动物扰动表层微生物膜引起侵蚀 

植物生长提高沉积 河狸筑坝扰动流域系统 

大型树木碎屑减少流域洪峰影响并提高沉积 大型树木碎屑加强流域洪峰 

生物对地貌过程

的影响 

动物放牧增加植物覆盖率并减少侵蚀 动物放牧增加侵蚀 

风化产物为生物膜的生长提供养分 风化引起生物膜的破裂 

沉积物为植物提供生长场所 沉积物导致植物被掩埋 
地貌过程对生物

的影响 
沉积物为掘穴生物提供活动场所 沉积物的运动破坏动物洞穴 

 
在生物地貌学的动态变化中 , 高程和植被分布

是一个典型的双向反馈过程。植物生长引起根区膨

胀、地上生物量增加可促进淤积, 最终导致高程的增

加; 这使得更多适宜该高程生长的植物聚集生长而

进一步抬升高程。当高程增加到一定阶段已经超过某

一物种(例如, 先锋物种白骨壤)的潮汐淹没时间的上

限, 它将由于淹没时间过短而死亡; 而另一种适宜生

长在更短淹没时间的物种(例如, 演替后期的秋茄)将

取代它。这是一个正向演替的过程。海平面上升、风

暴潮和人工砍伐这些自然和人为干扰 , 通过影响植

被生长和生存, 进而改变地貌过程(Kirwan et al, 2012; 

Rogers et al, 2019)。 

生物和地貌之间双向反馈作用的另一个典型的

案例就是盐沼植物斑块的发育过程。盐沼先锋区位

于地势较低的潮滩上(图2a), 淹没时间长, 潮波作用

强 , 导植物生长的环境胁迫力很强 , 只能由先锋植

物( 藨如米草属植物、海三棱 草和盐角草)占据, 并形

成小丛斑块状盐沼 , 最终发育成片盐沼(图2b)其次 , 

植物斑块在盐沼后续的群落竞争和演替中也会发挥

重要作用 , 比如说外来植物往往在原有植物群落中

形成斑块 , 通过斑块的扩张与原有植物群落发生竞

争(图2c)。 

 

图 2  盐沼发育的几种状态 
Fig.2  Saltmarsh development on the south bank of the Hangzhou Bay  

注: a: 海三棱藨草斑块形成了先锋区; b: 连续分布的海三棱藨草; c: 外来种(互花米草)的斑块出现在海三棱藨草之中; 以上照片均摄自

杭州湾南岸庵东浅滩 

 
通过现场观测、植物移植实验、水槽观测和数值

模拟等手段 , 研究人员发现盐沼先锋区内的植物斑

块变化受到正负两种反馈机制的控制: 1)从斑块内部

的尺度来说 , 植物通过消波缓流使得局地的沉积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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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增强, 形成拱形的地貌斑块, 植物的淹没时间变短, 

沉积物营养盐供给增加, 从而促进了植物的生长, 而

植物的生长又会进一步改变沉积动力条件和沉积速

率来创造更适于植物生长的条件 , 这是盐沼斑块演

化的正反馈机制; 2)从斑块间的尺度来看, 由于植物

斑块的高程比斑块间的光滩高 , 潮流流速会在植物

斑块间被加强, 从而侵蚀斑块间的光滩, 这个侵蚀过

程通过地形对流的反馈作用进一步加强 , 延长了斑

块间光滩的淹没时间, 不利于植物在斑块间的生长, 

形成一种负反馈机制来限制植物斑块的扩张(van de 

Koppel et al, 2005; van Hulzen et al, 2007; van 
Wesenbeeck, 2007; Bouma et al, 2009; Vandenbruwaene 
et al, 2011)。斑块区的演化取决于正负反馈机制最终

形成的平衡态, 影响反馈机制的因素有植物的密度、

斑块大小以及斑块间的距离等(Bouma et al, 2009; 

Vandenbruwaene et al, 2011)。 

但是 , 目前大多数的“潮间带植物斑块-动力地

貌”之间的双向反馈作用研究, 主要集中于欧洲, 如

荷兰的西海岸等地 , 这些地区和中国的海岸带具有

很大的差别。Milliman等(2011)曾经比较过全球范围

内的河流入海沉积物的通量。结果表明, 亚洲东南部

的入海河流, 如黄河、长江、珠江和湄公河等河流的

入海沉积物总量约为30%的全球总量, 而欧洲的沉积

物入海通量则非常低, 仅为6%左右。因此, 研究高沉

积物输入背景下的潮滩地貌生物学 , 并与低沉积物

输入的海岸进行比较 , 是我国生物地貌学领域发展

的重大机遇。 

5  滨海湿地生物地貌学在生态修复上的应

用展望 

国际生态修复协会近期出版了生态修复技术指南

的第二修订本, 指出生态修复的整体思路为: 人为去

除限制或者破坏原有生态系统发展的因子, 使得生态

系统得以回归到原来的发展轨道(Gann et al, 2019)。生

态修复核心技术有以下几类(“4Re”): 1)恢复(Recovery), 

即主要依靠生态系统本身的自然恢复力得到恢复; 2)

修复(Restoration), 即对原有受到破坏或者发生退化

的生态系统进行修复; 3)替换(Replacement), 即利用

另外一种生态系统来代替原有的、但是已经不可恢复

的生态系统; 4)重建(Reconstruction), 即选择合适的

区域进行生态系统的人工重建。从整体上来看, 主要

通过改变物理环境条件(如水文、地形、沉积物性质), 

依靠生态系统自身的恢复能力 , 利用物理过程和生

物过程的耦合来恢复湿地环境 , 这也正是生物地貌

学的研究内容(Field, 1999; Brooke et al, 1999; Colenutt, 

2001; Lewis, 2005; Rupp-Armstrong et al, 2007; Walles 
et al, 2019)。近年来, 在全球海平面变化背景下, 红

树林、盐沼和海草床生态系统的修复被认为是重要的

应对手段(Nellemann et al, 2009), 也是生态修复工作

的重点。在我国, 红树林和盐沼分布范围较广, 两者

具有重要的生态服务价值以及海岸防护能力 , 因此

这两类滨海湿地的修复、重建和恢复在我国具有较好

的效益。 

从已有的生态修复实践来看 , 滨海湿地生态修

复工程至少需要经历六个不同的阶段(图3), 在不同

的阶段, 不同的主体会发挥不同的作用。生态修复工

程的第一阶段往往是相关管理部门、利益相关者提出

需求 , 多学科的科学家参与讨论 , 提出生态修复需

求。在第二阶段, 需要制定生态修复的具体目标, 即

解决类似于“种什么”的问题, 在这个阶段, 往往生态

学家能利用专业知识起到主导作用 , 其他学科以及

管理者提供辅助。在第三个阶段, 需要解决环境条件

的问题, 寻找生态修复过程中关键性的环境参数, 即

回答类似“种哪里”的问题。回答这一问题需要知道生

物和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 针对潮间带的特殊环境, 

生物地貌学家的研究往往在这个阶段发挥重要作用。

在第四个阶段 , 需要通过现场试验与评估来确定生

态修复的具体技术方案, 回答类似于“怎么种”这类问

题, 需要生态学家和生物地貌学家的合作。最后两个

阶段为具体的施工阶段和施工后续监测阶段 , 一般

由施工单位负责。从滨海湿地生态修复的流程来看, 

最核心的问题是回答‘What’、‘Where’、‘How’这三个

经典问题, 即第二到第四阶段。生态系统修复或者重

建的成功率取决于生物驱动因子(eco-engineer)和关

键环境因素之间的耦合程度,这正是生物地貌学的研

究内容。在后续章节, 我们将分析典型滨海湿地生态

系统内进展。 

5.1  红树林生态系统修复 

红树林的生态修复历史可以追溯到 1 9 2 8年

(Watson, 1928)。到目前为止, 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红树

林生态修复项目应该是孟加拉国林业部于1966年开

始实施的孟加拉西南部海岸红树林造林工程 , 该工

程到1993年为止, 合计造林面积为1200km2(Saenger 

et al, 1993)。经过多年的评估, 该区域种植的红树林

最终的存活率为50%(Blasco et al, 2001)。2000—2018

年间, 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红树林造林, 但成活率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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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滨海湿地生态修复流程图 
Fig.3  The flow chart for ecological restorations 

 

33%(范航清等, 2018)。事实上, 尽管红树林的生态修

复工作在全球很多地区都开展过 , 但是根据

Lewis(2005)的回顾性评估 , 大多数的红树林生态修

复项目最终失败或者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 因为大多

数的生态修复项目采用的手段是单纯种植红树林 , 

而忽视了红树林的自然恢复机制 , 特别是红树林生

长和水文、地貌等物理过程之间的交互作用。许多早

期的红树林修复项目最终红树林成活率低于20%, 或

者成本具有不合理性 (Sanyal, 1998; de Leon et al, 

1999)。国内外红树林生态修复的经验均发现: 幼苗的

定植能力和淹没时间是修复成功与否两个关键因素

(林鹏, 2003; Lewis, 2005)。事实上, 幼苗(胚轴)的扩散

和定植与水动力过程密切相关 , 而淹没时间和动力

地貌过程密不可分(Balke et al, 2011, 2013; Hu et al, 

2015)。Lewis等(1997)根据红树林修复实践工作总结

过红树林成功修复的五大原则 , 最主要的思想就是

红树林的生态修复必须了解自然条件下红树林发育

的机制以及和沉积、动力、地貌过程之间的交互作用, 

寻找适宜红树林生长的宜林地 , 这正是生物地貌学

研究的内容。 

目前 , 我国已经开展了一系列红树林生态系统

修复实践; 而修复手段依然是以造林技术为核心, 选

择合适的潮滩环境进行红树林的种植来恢复生态系

统(彭逸生等, 2008)。我国红树林的生态修复工作可

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 , 主要的实践区域为海南省

和两广地区(廖宝文等, 1990; 范航清等, 2018)。从多

年的红树林修复工作实践中 , 已经发现了红树林成

功定植与环境参数之间的重要相关性 , 如潮滩高程

(淹没时间)、盐度、水动力强度等(陈建华, 1986; 卢

昌义等, 1990; 陈鹭真等, 2006; 范航清等, 2018)。 

为了探索红树林幼苗成活率和物理环境参数之

间的关系, 近年来, 高精度的SET组网观测、高分辨

率声学流速剖面观测以及基于光学的垂向浊度剖面

观测开始应用于我国的人工红树林区生物地貌学观

测(Fu et al., 2018; Chang et al, 2019, 2020), 试图从更

加精细化的角度来解析红树林修复与沉积动力过程

之间的相关性、判断适宜红树林幼苗定植生长的生物

地貌关键参数。这些新的技术和新的观测, 会对生态

修复工作产生重要的影响。 

5.2  盐沼生态系统修复 

从盐沼的生态修复工作来看 , 荷兰是典型的利

用盐沼植物促淤来获得土地增长的国家 , 其盐沼重

建和修复工作可以追溯到100年前(Blumenthal, 1966), 

因此荷兰的科学家在生物地貌学的应用研究上走在

世界的前列。目前荷兰开展的生态修复工作与生物地

貌学的发展密不可分: 利用植物斑块生长和动力地

貌过程的正负反馈机制来揭示盐沼先锋区的发育机

制 (van Wesenbeeck, 2007; Bouma et al, 2009; 

Vandenbruwaene et al, 2011)在Perkpolder潮滩开展了

盐沼重建工作; 利用空间自组织理论来阐释滨海湿

地的发育过程和基本规律(Rietkerk et al, 2008; Weerman 

et al, 2012; Liu et al, 2014), 该技术已经被应用在我

国长江口的湿地修复中(曹浩冰等, 2016); 利用“机会

窗口理论(Windows of Opportunity Theory)”来解释盐

沼和红树林重建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和转换状态(Balke 

et al, 2011, 2013; Hu et al, 2015; Cao et al, 2018), 这

一理论在印尼的红树林修复和我国长江口的盐沼重

建中得到检验(Cao et a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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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是我国滨海盐沼开展修复工作的典型区

域。崇明东滩、南汇东滩等地已经开展了滨海盐沼生

态系统修复工作 , 主要的技术手段包括利用围堰后

淹水来进行外来物种互花米草的防治、本地种的移植

和种植(袁琳等, 2008; Li et al, 2014; 胡忠健等, 2016; 

陶燕东等, 2018)。长江口的盐沼修复过程中开展了很

多与生物地貌学相关的研究 , 比如植物扩散格局及

机制的研究(曹浩冰等, 2016), 潮间带生物空间自组

织规律的研究(Liu et al, 2016), 以及沉积物扰动对互

花米草幼苗定植的影响(Cao et al, 2018)等, 这些研究

是生物地貌学在生态修复工作中的典型应用 , 为生

态修复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础理论。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的近岸水体具有高悬沙浓度的特点 , 特别是长

江口-杭州湾一带, 潮间带的细颗粒沉积物输入量高, 

在借鉴国际上相关经验的同时 , 需要建立适合我国

潮间带盐沼环境特征的生态修复方法。 

5.3  我国生态修复中互花米草入侵问题 

我国于1979年引种了互花米草。到了20世纪90

年代初期, 互花米草在淤泥质海岸开始快速蔓延。目

前 , 互花米草在我国东部沿岸占据了潮间带上部高

潮位附近的大部分滩涂 , 面积达到546km2(刘明月 , 

2018), 对原生盐沼生态系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也

对海岸带管理工作提出了挑战。杭州湾是我国沿海互

花米草盐沼环境 -生态的地域性转折点 (高抒等 , 

2014)。杭州湾以北, 全新世基底位置高, 潮间带宽度

大、坡度小, 互花米草盐沼只占据潮间带的较小部分,

在海岸防护和生态系统功能上主要起正面作用 ; 杭

州湾以南, 全新世基底高程低, 潮间带宽度小, 潮滩

主要形成于海湾之内 , 互花米草的扩展挤占了潮间

带其他生物的生存空间,因而有生态上的负面作用(高

抒等, 2014)。互花米草和盐沼本地种、互花米草和红

树林之间的竞争关系是近期生态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林鹏, 2001; 陈中义等, 2005; 张宜辉等, 2008; Zhang 

et al, 2012)。 

长江口和杭州湾的盐沼是研究互花米草和盐沼

本地种(以海三棱藨草为代表)的热点区域。长江口和

杭州湾南岸的原生盐沼典型断面从海向陆依次分布

光滩-海三棱藨草滩-芦苇滩, 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

互花米草开始入侵 , 和本地盐沼种之间产生了空间

竞争(陈中义等, 2005; 李加林, 2008; Cui et al, 2020; 

Huang et al, 2020)。从空间格局动态变化来看, 互花

米草和本地种之间的竞争结果与高程(或淹没时间)有

关。崇明东滩的野外幼苗移植实验, 发现互花米草在

潮滩不同部位具有不同的竞争力 , 其中沉积动力地

貌过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肖德荣等, 2012; Cui 

et al, 2020)。Huang等(2020)利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对

杭州湾南岸的互花米草和海三棱藨草时空分布进行

了分析, 发现在天然盐沼滩存在两种竞争模式: 盐沼

上部互花米草竞争占优 , 但是在盐沼前缘高程较低

的滩面, 互花米草呈带状平行于等深线分布, 不具备

竞争优势。以上研究说明外来物种和本地物种之间的

竞争结果取决于外部非生物条件, 如沉积动力过程, 

这些新的进展可应用于未来的外来物种防控工作中。 

我国互花米草和红树林之间的交错区范围较广。

Zhang等(2012)通过对漳江口红树林-互花米草交错区

的长期生态学观测 , 发现从流域到河口口门处这一

盐度梯度变化很大的区域内 , 在某些区域互花米草

无法入侵红树林, 比如高悬沙浓度的最大浑浊带。李

屹等(2017)通过遥感影像也对最大浑浊带所在区域的

红树林、互花米草扩张规律进行了长时间序列的研究, 

发现从较大的时空尺度来看 , 互花米草没有入侵红

树林。同时, 他们发现红树林能够形成平行于等深线

的向外扩张, 在有潮沟的区域, 扩张速度加快, 提示

两者之间的竞争和沉积动力地貌过程有关。Chen等

(2016, 2018)通过对漳江口最大浑浊带内红树林-互花

米草交错区边界上沉积动力地貌过程的观测 , 发现

红树林和互花米草对于沉积动力地貌过程的调节机

制具有显著的差异性, 这可能是红树林-互花米草竞

争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物理机制。 

因此 , 从生物地貌学视角去切入潮间带物种竞

争的研究 , 从目前来看还具有很大的可拓展空间。

事实上 , 生物地貌学可以作为一个工具去解析潮间

带生物竞争之间的物理机制 , 即不同物种对于物理

环境胁迫的不同响应方式和强度 , 其中的关键在于

不同物种对沉积物垂向通量的调节机制和强度不同, 

最终造成空间竞争能力的差异性。更进一步 , 生物

地貌学的基础机制可以作为地貌学数值模拟的输入

条件并构建反馈机制 , 用于预测生态系统的空间分

布变化。 

6  总结与展望 

1) 生物地貌学关注生物-地貌过程的双向交互

作用过程和机理, 尽管其起源可以追溯到1881年, 但

是这门学科正式确立于1988年 , 是一门新兴的交叉

学科。从生物地貌学的研究进展来看, 早期的研究集

中于陆地系统, 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盐沼、红树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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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生物-地貌交互作用显著的特征, 是目前生物地

貌学一个重要研究对象。 

2) 经典的生态学通常采用大样本分析统计的方

法进行研究, 而地貌学通常采用选择典型区域, 进行

小样本的动力学多参数观测。生物地貌学则是将地貌

学的动力过程引入到生态学大样本分析规律之中 , 

试图从物理环境的角度来解释生物或者生态问题。在

生物地貌学的研究方法系统化过程中 , 遥感技术可

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 因为遥感影像不仅能捕捉

大样本下的基本规律, 同时还能反映动力学的特征。

同时, 通过建立标准观测网, 可以解决大样本和小样

本研究之间的衔接问题。 

3) 滨海湿地生物地貌学目前主要聚焦于关键影

响因素和核心反馈机制的研究。潮间带生物生长和高

程、淹没时间之间的交互作用是生物地貌学研究的重

要通路。目前的研究更多关注大型植物, 底栖动物的

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4) 在生态系统修复工作中, 生物地貌学的理论

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 因为生态系统修复的触发条

件是物理环境和生物之间形成反馈 , 而生物地貌学

正是针对物理环境-生物生长之间的反馈机制所做的

研究。生物地貌学的研究为我国湿地生态修复工作提

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方法 , 但是针对我国潮间带环

境特征, 发展高悬沙浓度、快速淤积等条件下的生物

地貌学, 需要开展专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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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BIOGEOMORPHOLOGY IN COASTAL WETLAND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CHEN Yi-Ning1,  CHEN Lu-Zhen2,  CAI Ting-Lu1,  XIA Xiao-Ming1 
(1. Secon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Hangzhou 310012, China; 2. 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Ecolog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Biogeomorphology, a recently developed multidisciplinary study field, tends to focus on some aspects of 

two-way linkages between biological (ecological) and geomorphological processes. Previous works focused on biophysical 

feedbacks in terrestrial environments. However, coastal regions recently have become a hotspot for biogeomorphological 

studies. In particular, coastal wetlands, such as saltmarshes and mangroves, provide ideal places for this type of studies. 

The aim of this contribution is to provide the state-of-the art for biogeomorphological studies based on a literature review 

in the light of coastal wetlands. The review starts with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biogeomorphology. Some key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are described to form the base of the overall knowledge. A gap between large-number statistical 

study by ecologists and small-number case studies by geomorphologist was discussed and a framework of methodology to 

bridge this gap was proposed. The main advances in biogeomorphology studies were summarized along with key elements 

and mechanisms controlling the development and succession of intertidal ecosystems.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ractices in 

three typical coastal wetlands, including mangroves, coastal saltmarshes, and the invasion of Spartina, were explicitly 

deliberated, as the application extension and knowledge transfer of biogeomorphology. The last part presents an overall 

summary and the perspectives in the field of biogeomorphology. 

Key words    biogeomorphology;  ecological restoration;  saltmarsh;  mangrove 


